
 

第 1页 共 2页 

中国社会科学报/2012年/11月/5日/第 A06版 
经济学 
 

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城市环境 
 

 郑思齐  孙聪 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、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 
 

  随着政府和民众对于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，在我国，促进环境改善的市场力量和制度因素正

在不断积累并发挥积极作用。 
 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，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。过去 30 多年的
时间内，中国城市化率从不到 20%增长至如今的 50%以上(年均增长率达到 3%)。而在美国、日本
等发达国家早期城市化过程中，这一时间长达 60年甚至更久。 
  然而，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，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。在 2011 年世界卫
生组织发布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前 100 个城市中，21 个来自中国。据国际能源局统计，2007 年
中国的 CO2排放总量首次超越美国，成为世界第一且差距逐年拉大。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以及正

在经历城市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，都存在着类似的现象。伦敦烟雾、洛杉矶光化学烟雾、罗马尼

亚金矿污水泄漏等历史上知名的污染事件犹在眼前。日前，印度的研究报告显示，新德里每年由

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死亡人数高达 3000人。过去 10年，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 Araihazar区，
也有 20%的人口死亡是由砷污染的井水引起的。 
  这些历史和近些年发生的污染事件，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，并

从国际比较中总结出一些对城市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主要机制。 
  第一，企业生产过程中“粗放式”发展模式，无疑会导致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。这正是西

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所总结出的教训之一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对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也未引

起足够的重视，煤炭和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采，以制造业和化工产业为主的高能耗、高污

染企业大量出现。据统计，中国目前每创造 1 单位 GDP 所消耗的能源，位居世界前列，其中高
污染、高能耗行业增加值占比超过 40%。世界银行报告指出，2003年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两项，造
成中国经济的损失约占 GDP 的 6%。若加上其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，则经济损失将占到 GDP
的 10%。火力发电产生的能耗和污染最大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，使中国火力发电占比远高于
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。目前，仍有 20%的火力发电企业位于 35 个大中城市，直接威胁着
城市空气质量。 
  第二，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，增加了生活能源消耗，加重环境污染。全国流动

人口从 1982年 657万，快速增长至如今的 2.3亿，比英、法、德三个国家的总人口之和还多，对
能源消耗总量和环境污染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。利用全国 85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 2006-2009年的
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，在控制其他因素后，城市人口每增加 10%，可吸入颗粒物 PMl0的浓度
会增加约 0.9%。个体居民家庭的收入增加，会显著提高居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。例如，1985 年
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分别为 9.57 台和 18.43 台，至 2010 年底已分别增
加至 96.61 台和 137.43 台，在这 25 年城市居民用电量翻了近十番。此外，大规模住房和基础设
施建设，也产生不少环境污染问题，如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 PM10中，三成左右来自施工扬尘。 
  第三，城市空间扩张，对城市的资源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。由于城市空间结构从“职住合一”

向“职住分离”演变，大量交通出行需求随之产生。加之收入增长后居民愈加追求舒适的交通方

式，私家车已成为大中城市中重要的出行方式。近 10 年，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 11%的速
度快速上升，突破 500万辆。全国已有 17个城市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超过 30分钟，已经接近或超
过世界上最为拥堵的城市——纽约、洛杉矶、东京和伦敦。这表明中国主要城市即将进入一个“整

体性交通堵塞”时期。机动车排放了大量的 NOx、PM等污染物，会显著影响城市的空气质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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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大城市主要的空气污染源。另一个事实是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一直赶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，

而大量道路的修建不仅没有很好地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，反而进一步诱发了机动车的出

行需求。 
  第四，除内部因素外，中国还面临着国际资本流入所造成的潜在环境威胁。有媒体和学者指

出，中国内地已成为国际污染企业的“污染天堂”。地方政府对经济产出和财政收入的追逐，促

使其产生了吸引外资企业进驻当地的强烈动机，相关优惠政策层出不穷，同时放松了对其环境污

染的监管力度。价格低廉的土地资源、劳动力价格和材料成本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，吸引大

量外资企业来到中国进行生产和制造，并选址于环境监管水平较低的地区，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

和外资企业“双赢”的效果。然而，“世界工厂”虽然解决了国内大量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，

却也造成了突出的环境问题。2008 年国家环保总局(现为环境保护部)的报告曾指出，2004-2007
年间在 19 个省区共有 130 家跨国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，其中不乏“世界 500 强”企业。面临
如此之多的负面因素，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增长能否走出环境污染的怪圈，实现人口、资源、

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?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，可以得到一些答案。如伦敦在工业革命
后加强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，二氧化硫浓度从 1952年烟雾事件发生时的 350μg/m3，下降到如

今的不到 50μg/m3。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得到了广泛的接

受和认可。该假说认为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，城市环境质量往往会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

程，即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“倒 U 型”的关系。其内在经济机制在于:对环境产生负
面和正面的影响因素，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相对力量存在差异。一方面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，

将导致资源投入的增加和污染物排放的增多，表现出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规模效应(即上述的机
制)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、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应用，又会对环境的改善产生促进
作用(表现为质量效应)。 
  应该指出，随着政府和民众对于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，在我国，促进环境改善的市场力量和

制度因素正在不断积累并发挥积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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